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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傳統的藏傳佛教社會中，寺院佔據了一個無可取代的位置：它既是宗教的

中心，也是經濟的據點，更是教育的殿堂；傳統以出家人與寺院的數量，以及宗

教活動的多寡，作為整體國家的目標。其中，最主要的宗教政策便是以「大型寺

院化」（mass monasticism）為宗旨。在 1950 年代的整個藏區，高達十五間寺院

容納超過千名的僧人，其中又以格魯派拉薩三大寺為主，光是這三大寺的僧人數

量就超過二萬人。 

自 1959 年開始，佛教不再是西藏社會的中心，寺院也失去了在傳統社會中

所扮演的教育功能，世俗教育在中共的推廣下逐漸普及化。在 1978 年後寺院各

種機能逐漸恢復運作，即便規模遠不及以往的程度，但在西藏仍然佔據了重要的

位置，而格魯三大寺則恢復了生機。藏傳佛教的寺院教育是傳承佛法的重要方

式，而面對新時代與新局勢的挑戰，藏傳佛教寺院教育在中共入藏後做了哪些改

變是本論文的研究重點，並且以三大寺的色拉寺為主要研究對象。 

色拉寺是三大寺中研究最透徹的寺院，而且其硬體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受

到徹底的破壞，而且其僧人的處境可被視為西藏寺廟的縮影。色拉寺在 1959 年

前聚集八千到一萬位僧人，是當時世界第二大的寺院。解放軍進入拉薩後，雖然

色拉寺被轟炸，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荒廢和掠奪。然而在私人捐贈的資助下，色

拉寺已部分重建，居住近五百位僧人。在南印度的拜拉庫比已重建新的色拉寺，

有近二千位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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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西藏被稱為「喇嘛的國土」（the land of the Lama），喇嘛在西藏社會中，不

論在數量上與重要性都顯而易見，因為藏人從出生到死亡，在生命中的每個階段

或是重要時刻，都離不開喇嘛。1不僅在政治方面，眾所周知的達賴喇嘛是西藏

的精神領袖，許多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可能也同時兼具喇嘛的身分。2寺院是西

藏佛教徒的生活重心，日常以研修佛教經論為主要活動，以宣傳佛教教義、培養

佛教僧侶為主要目的。3吐蕃王朝（633-842）時期，從官方資助第一間寺院桑耶

寺建立開始，寺院成為藏傳佛教的重要標誌，並在民間逐漸廣為傳播。4藏傳佛

教寺院不僅是具有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的機構，同時被視為文教中心，擔負著

保存和傳播文化的重責大任。5正因為寺院的生活與教育設施完備，才能以嚴格

的標準來要求其僧侶。6西藏佛教僧人與寺院作為西藏社會的中心，僧人的教育

和培養至關重要。7在佛教傳入西藏的一千多年來，寺院教育一直是西藏主要的教

育形式，負擔起傳承西藏文化的重要任務。8在 1959 年中共入藏後，這一制度開

始受到嚴重的挑戰與限制。本論文探討以拉薩三大寺（gdan sa gsum）9色拉寺的

寺院教育在 1959 年前後的毀滅與重生，以及其制度上的改革與創新。10格魯派

之所以能在藏傳佛教中異軍突起，主要原因與它們完善的寺院制度和健全的僧

侶組織密不可分，而三大寺又是格魯派的最高學府和學院制度的典範。11之所以

採格魯派三大寺的色拉寺為樣本，就是基於所具有的代表性，同時也是研究成果

最多的西藏寺院之一。 

 
1  「西藏」一詞所指涉的地理範圍，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其中，廣義包含三部部分，即（一）

泛指西藏自治區與康區的西部的「衛藏」（dbus gtsang），（二）包含青海省、甘肅省與四川省

的「安多」（a mdo）部分，以及（三）包含西藏自治區、青海省、四川省與雲南省的康區（khams），

狹義則特指西藏自治區，不含安多與康區。本文中談到的西藏與藏區即指西藏自治區。「喇嘛」

為西藏僧人的泛稱，此字的原意在藏文中與梵文 guru（上師）相同，但後世在使用此一語詞常

帶有貶義，甚至影射一種帶有負面形象的佛教人物。雖然西藏也有回教徒與苯教徒（應該也有

基督教徒，因為有藏文版的聖經），但絕大多數的藏人都是佛教徒。參閱 Donald Lopez Jr., 

“Lamaism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Tibet,”pp. 3-25; José I. Cabezón and Penpa Dorjee, Sera 

Monastery, p. 1.  
2  Evelyn Miller, “Educational Practices of Tibetan Lama Training,”pp. 204-208. 
3  牛黎濤，〈チベットの寺院教育および近代的教育〉，頁 103。 
4  José I. Cabezón and Penpa Dorjee, Sera Monastery, p. 1. 
5  姚麗香，《藏傳佛教在臺灣》，頁 40。 
6  牛黎濤，〈チベットの寺院教育および近代的教育〉，頁 103。 
7  由於格魯派在西藏寺院中無論數量或影響力皆佔有主導的地位，本文以探討格魯派寺院為主，

而案例則以三大寺為主。因為，在數以千計的藏傳佛教寺院中，它們的大小與型式差異很大：

有些寺院只有五到十位村僧，有的寺院則有數百乃至數千位來自西藏、印度與蒙古的僧人。本

文所要討論的寺院教育，主要是指後者這種僧人數量較多的寺院裡面所推行的教育。 
8  陳又新，〈傳統與現代的對話——以西藏教育下的社會為例〉，頁 156。 
9  柳升祺，〈拉薩三大寺的學制〉，頁 29 註 2。依照西藏的慣用法，是色拉（se ra）、哲蚌（‘bras 

spungs）、甘丹（dga’ ldan），簡稱為色哲甘松（se ‘bras dga’ gsum），直譯為色（拉）、哲（蚌）、

甘（丹），三。 
10  在三大寺中，本文以色拉寺的考察為主。本論文也不涉略其他擁有優良教育傳統的東部寺院，

如甘肅的格魯派寺院拉卜楞寺，以及四川的寧瑪派寺院色拉五明佛學院。若對其他三大寺以外

的寺院有興趣，可參考 Matthew Kapstein, “A Thorn in the Dragon’s Side,” pp. 249-252. 
11 柳升祺，〈拉薩三大寺的學制〉，頁 28。 



筆者要強調，本論文旨以學術與客觀的角度來考察西藏寺院教育，並不刻意

涉及到敏感的政治議題。研究西藏相關的議題時，最困擾的就是在中國學界與西

方學界的研究中取得平衡，而筆者也期望自己有做到這點。12本研究限於各種原

因無法到西藏進行田野調查，兼之筆者的藏語理解能力有限，因此主要使用西方

及中文的研究資料，輔以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並期待未來有更多學者可以繼續

投入此一主題。 

藏傳佛教中有許多的專有名詞需要特別定義：傳統上，西藏的出家人被統稱

為喇嘛（bla ma），但實際上喇嘛原指藏傳佛教的「上師」之意，近代以來「喇

嘛」一詞的使用逐漸帶有貶義，尤其是稱藏傳佛教為「喇嘛教」更是如此。13為

了避免這樣的刻板印象，本文此後均稱藏傳佛教的出家人為僧人。祖古（sprul 

sku）則指轉世活佛或喇嘛，包含達賴、班禪喇嘛或大寶法王皆屬之，他們可以

繼承前世的寺院與財產。本文的寺院教育泛指藏傳佛教僧人在寺院所接受到的

教育，這也是傳統西藏社會中接受教育的唯一選項，但中共入藏以後逐漸推廣世

俗教育，寺院教育便不再是西藏民眾接受教育的唯一方式。 

 

二、文獻回顧 

當前關於藏傳佛教寺院教育的相關研究，多數僅提及 1959年前的教育體制，

包含其教授方式、課程內容及制度，鮮少有論文提到中共入藏後在藏區推廣的教

育體制。14首先是 Evelyn Miller 關於西藏僧人教育訓練的文章引起筆者對於藏傳

佛教寺院教育的興趣，但由於這篇文章年代久遠，並且是論述中共入藏前的狀

態，筆者因而開始蒐集更多資料繼續進行相關的討論。15另外一篇重要的研究是

藏學人類學家 Melvyn Goldstein 在其關於藏傳佛教與大型寺院的文章中對藏傳

佛教寺院做的田野調查，形容藏傳佛寺具有「大型寺院化」（mass monasticism）

 
12 通常親中的研究會將西藏達賴政府塑造成一個極盡壓榨人民的專制政權，將僧人、貴族和莊園

地主等視為人民的公敵，而中國共產黨則是廣大人民，尤其是中低階層民眾的救星，為解放西

藏而努力奮鬥。相較之下，親藏的研究則將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的治理形容為對西藏入侵與佔領、

摧毀西藏的寺院與文化，並對人民進行洗腦活動。在歷史上，西藏自元朝（1271-1368）開始隸

屬中國，但並非直接統治而是透過冊封法王來進行間接統治。從此一角度來看，兩方主要的爭

執點便在於中國與西藏對於供施（mchod yon）的定義不同：中國認為西藏自元朝便屬於中國，

而西藏則認為此為供施關係，即西藏提供中國佛法，而中國提供西藏軍事保護。這二極的看法

是當前研究西藏議題不可避免的問題，也是學者需要避免捲入的漩渦。關於中國研究與西方研

究的差異，可參考 John Powers 一書。本處僅分別以盧一萍與 Thubten Samphal 為例，前者描

述了共產黨「和平解放」西藏，並拯救了大部分陷於水深火熱中的平民老百姓，而後者敘述西

藏人如何在不人道與無緣由的情況下遭到種族滅絕。這二本書皆出版於 2017 年，但出版地分

別在北京與達蘭薩拉（Dharamsala），出資與撰寫者應各自來自中國與西藏政府。其間觀點差異

之大，難以用筆墨形容。參見 John Powers, 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盧一萍，《天塹》；Thubten Samphal, et al., Cultural Genocide in Tibet。 
13  喇嘛在格魯派也泛指轉世活佛的意思，Sherab Gyatso, “Of Monks and Monasteries,” pp. 217-218. 
14  目前學術界對於在南印度重建的格魯三大寺的研究少有系統性地介紹，這是未來學者可研究的

議題。目前唯一較有研究到此議題的論文為高松宏寶，〈現代チベット僧院における仏教教学

の現状——ゲルク派の教学をめぐって〉，頁 103-121。 
15  Evelyn Miller, “Educational Practices of Tibetan Lama Training,” pp. 185-267. 



的趨勢。16Goldstein 在另一著作提到哲蚌寺復興後的狀況，但很可惜他的研究停

留在 1998 年這篇論文的出版時，此後便沒有更新或深入的研究。17José Cabezón

在其有關色拉寺的專書中有專篇說明色拉寺復興的狀況，但最晚資料也僅論及

1983 年左右的事件，之後便將焦點轉向位於南印度拜拉庫比（Bylakuppe）重建

的新色拉寺的發展。18筆者以上述二篇論文作為本文討論中共入藏後情況的主要

資料來源，很可惜上述學者並沒有繼續從事相關議題的後續研究。藏傳寺院教育

的重要部分――辯經（rtsod pa）方面的討論則以 Georges Dreyfus 的論文為主，

雖然此書以印度所重建的寺院為研究對象，但筆者仍將它當作中共入藏前的例

子來使用，因為辯論的模式應該是一脈相傳的，不太容易因時空的更易而改變。
19其它討論辯經的論文如見悲青增的〈藏傳佛教辯經學制及對修行的意義〉，以

及許春梅的〈藏傳辯經原則的形式化〉。20文革時期的資料主要仰賴唯色的《殺

劫》與《西藏記憶》二本書，其中《殺劫》是文圖並茂的照片集，讓人有種彷彿

置身於西藏文革時期的感覺。21 

中文書籍方面，王森的《西藏佛教發展史》提到藏人遭到寺院的迫害與壓迫，

雖然實際狀況較偏中共的意識形態，但他提供的數據仍具有參考價值。22他的另

一著作討論到西藏喇嘛如何透過宗教與權力剝削與掌控一般人民的生活。23另外，

在 2000 年由蒙藏委員會舉辦、彙編的研討會論文集中有許多文章質疑西藏的教

育體制，如蕭金松於〈藏傳佛教與藏區現代化初探〉提到西藏教育制度的矛盾之

處，而陳又新在〈傳統與現代的對話——以西藏教育下的社會為例〉一文中則認

為在西藏受教育是貴族與僧人的特權，一般藏人少有意願或機會去接受教育。24

周潤年的〈西藏教育現代化研究〉提到：雖然僧人的數量減少，但在中共的教育

改革下，一般藏人接受到教育的機會提高許多。25關於西藏在歷史因素下發展的

特殊政教合一制度的研究則可參見王章陵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形成的原因》

一書之研究與總結。26中共所發展出的拓然巴（thog rams pa）制度則在劉鵬的

〈藏傳佛教現代僧才培養的改革與實踐――以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為例〉一

文中呈現。27拓然巴制度打破藏傳佛教宗派的隔閡，培訓出一批忠黨愛國又品學

 
16  Melvyn C. Goldstein, “Tibetan Buddhism and Mass Monasticism.” 
17  Melvyn C. Goldstein, “The Revival of Monastic Life in Drepung Monastery,”in 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Tibet: Religious Reviv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pp. 15-52. 
18  José I. Cabezón and Penpa Dorjee, Sera Monastery. 
19  Georges Dreyfus, The Sound of Two Hands Clapping: The Education of a Tibetan Buddhist Monk. 
20  見悲青增，〈藏傳佛教辯經學制及對修行的意義〉，頁 25-31；許春梅，〈藏傳辯經原則的形式

化〉，頁 114-120。 
21  茨仁唯色以藏人的觀點撰寫中共治藏的書籍，可參考她的其他書籍。另外，若對西藏內部的

研究有興趣，亦可參考李江琳一系列關於西藏的相關書籍。感謝廖本聖老師提供茨仁唯色和李

江琳撰述之相關書籍資訊。參茨仁唯色，《殺劫》；李江琳，《1959 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 
22  王森，《西藏佛教發展史略》。 
23  王森，〈廢除西藏喇嘛寺廟的封建特權和封建剝削〉，頁 1-10。 
24  蕭金松，〈藏傳佛教與藏區現代化初探〉，頁 155-180。 
25  周潤年，〈西藏教育現代化研究〉，頁 181-203。 
26 王章陵，《西藏「政教合一制」形成的原因》，。 
27  劉鵬，〈藏傳佛教現代僧才培養的改革與實踐——以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為例〉，頁 43-46。 



兼優的格西們。日文文獻則參考高松宏寶的〈現代チベット僧院における仏教教

学の現状〉和牛黎濤的〈チベットの寺院教育および近代的教育〉，文章之中收

集不少詳細的寺院教育內容無論在中文或西文文獻中都沒有，足見相較於中、西

學者，日本學者是以較中立的角度來研究西藏議題，而且研究得很透徹，極具參

考價值。28 

 

三、寺院教育在藏傳佛教中的歷史與發展 

寺院教育在藏傳佛教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說，在藏族悠長的歷史

中，寺院教育曾是整個社會的文化教育29及藝術發展30的傳承之處。寺院在藏文

中為「鞏巴」（dgon pa），代表寂靜之處，在西藏是到處可見。31西藏寺院的許多

規制承襲自印度佛教大學的傳統，因此教導的科目均為與佛教相關的各個學科。
32西藏第一間佛寺是前弘期（約 640-840）時由寂護（zhi ba tsho, 725-788）和蓮

花生（pad ma 'byung gnas, 生卒不詳）在赤松德贊（khri srong lde btsan, 742-797）

護持下所建立的桑耶寺（bsam yas dgon pa），33一開始僅有俗稱「七覺士」的本

土僧侶在此出家，後來陸續從天竺、尼泊爾、中國唐朝等周邊國家聘請大批高僧

大德之後才逐漸擴大規模。桑耶寺中設置了譯經院、講經院及修行院等，透過講

解、翻譯律藏經典和中觀思想經典，奠定了佛教顯宗瑜伽行中觀自續派思想的主

導地位。此時正值吐蕃王朝，作為藏傳佛教的萌芽期，透過傳播佛法、翻譯經典、

組建僧團與譯講同宣的型態，揭開了西藏的佛教寺院教育的序幕。34 

藏傳佛教在吐蕃王朝結束後陷入了黑暗期（842-1042），寺院教育也戛然而

止，一直到阿底峽（a ti sha, 982-1054）於 1042 年抵達西藏後才開啟後弘期的佛

教復興，特別是阿底峽與他的弟子對寺院教育做出的貢獻。後弘期的藏傳佛教寺

院有二種主要功能，即凝聚藏人與維持傳承，此外，由於藏傳佛教寺院的教育內

容需要透過藏文授課，這也使得藏文的語法、口音等更趨一致。35在 1073 年，

阿底峽的弟子俄勒貝喜饒（rngog legs pa'i shes rab, 1059-1109）創建桑浦寺，寺

 
28  高松宏寶，〈現代チベット僧院における仏教教学の現状——ゲルク派の教学をめぐって〉，頁

103-121；牛黎濤，〈チベットの寺院教育および近代的教育〉，頁 102-116。 
29  尕藏加，〈藏傳佛教寺院教育的發展及其特質〉，頁 13。 
30  Matthew Kapstein, “A Thorn in the Dragon’s Side,” p. 234.  
31  José I. Cabezón and Penpa Dorjee, Sera Monastery, p. 1. 
32  Thubten Samphal, et al., Cultural Genocide in Tibet, p. 21. 印度的佛教大學所教導的科目有：哲學

與邏輯、占星學與醫藥學、儀軌與祭祀、文法與詩詞、甚至連藝術與手工藝都有教導，等於是

佛教人才的專業訓練機構。 
33  Kurtis Schaeffer, Sources of Tibetan Tradition, p. 60. 目前學界對於桑耶寺的建造時間仍無共識，

Schaeffer 認為約於 779 年竣工，而牛黎濤也認為是建於 779 年。見牛黎濤，〈チベットの寺院

教育および近代的教育〉，頁 103。 
34  周子鈴，《藏傳佛教格魯派傳統寺院教育研究》，頁 20-22。 
35  Thubten Samphal, Cultural Genocide in Tibet, p. 21. 藏文總共分為拉薩音、康巴音與安多音，口

音各不相同，在口語溝通上不一定可以彼此了解。而在書面語上，藏文的文法也有許多不同種

的解釋，但是透過寺院的傳播與辯經的過程中可以使某個寺院的更加一致。 



中建辯經院，透過辯難、討論，強化了邏輯思維的訓練，使此寺以弘揚因明學與

佛經辯論而著稱。36在俄勒貝喜饒過世後，香蔡邦曲吉（zhang tshe spong chos kyi, 

生卒不詳，約十一世紀到十二世紀）擔任桑浦寺住持長達三十二年，繼續推廣俄

勒貝喜饒建立的佛教教育制度，並將此學習系統推廣至附近教派所設置的二十

多個學院。至此，以桑浦寺為中心的藏傳佛教教育系統基本形成。37 

公元十二世紀，以恰巴卻吉僧格（chag pa chos kyi seng ge, 1099-1169）為代

表的攝類學（bsdus grwa）辯論問世：根據學習者的水平，由淺入深，循序漸進

的原則使辯經成為藏傳因明的重要組成部分。38在這段時間，不同教派對於教育

規制各自提出了適合的學習內容與教學方法。39隨著藏傳佛教的蓬勃發展，寺院

教育的方方面面都日趨完善，尤其是格魯派的創立，大幅促進寺院教育的發展。 

宗喀巴（tsong kha pa, 1357-1419）在 1409 年建立甘丹寺（Ganden Namgyeling 

monastery, dga’ ldan rnam rgyal gling），要求嚴守戒律，建立一套顯密相容且循序

漸進的寺院教育體制。40宗喀巴三十六歲開始在各地講經說法並廣收弟子，先後

講授《現觀莊嚴論》、《因明》、《中論》、《俱舍論》等，研究噶當派的《菩提道燈

論》，並系統性的修學薩迦派的「道果法」與噶舉派的「大手印」等。最後，宗

喀巴以中觀應成派為正宗，綜合各派所長，建立了格魯派的教義。1416 年宗喀

巴命弟子降央卻傑（‘jam dbyangs chos rje, 1379-1449）建立哲蚌寺（Drepung 

monastery, ‘bras spungs dgon pa），41而後另一弟子釋迦也失（shAkya ye shes, 1354-

1435）在 1418 年建立色拉寺（Sera monastery, se ra dgon pa）。42格魯派三大寺的

創辦者皆與桑浦寺有密切關係，也因此繼承其教育體制。43在宗喀巴與弟子們的

 
36  許春梅，〈藏傳辯經原則的形式化〉，頁 114。 
37  George N. Roerich, The Blue Annals: Part One, p. 328. 
38  許春梅，〈藏傳辯經原則的形式化〉，頁 114。這裡所指的攝類學就是歷史各個階段，由不同佛

學理論家根據恰巴確吉僧格的量論攝類要義所編著的關於攝類辯論一類叢書的總稱。要了解攝

類學的起源與發展，請參考 Shunzo Onoda, Monastic Debate in Tibet: A Study of the History and 

the Structures of Bsdus Grwa Logic, pp. 59-65. 
39  許存德，〈西藏傳統寺院教育及其對現代教育的影響〉，頁 118-119。 
40  王森，《西藏佛教發展史略》，頁 178-179。宗喀巴的宗教改革是針對當時某些教派享有特權、

佔有屬民、追逐利祿、生活糜爛、虐害人民的僧人在社會上引起的強烈不滿而發起的。他根

據佛教經典，提倡遵守佛教戒律、闡揚顯密關係、規定學佛次第，以及據此而制定的僧人準

則、寺院的組織體制、僧人的學經程序、是非標準等等。加上他背後有明封闡化王扎巴堅贊

的支持，且他自己對佛教經論造詣之深，在辯場上得到公認，因此才順利進行改革並圓滿。 
41  降央卻傑俗稱妙音法王，相關資訊可參考 https://www.amrtf.org/zh-hant/，2022.12.13，宗喀巴大

師密傳頌。 
42  宗喀巴曾派釋迦也失覲見明宣宗（1399-1435），並被封為「大慈法王」。關於釋迦也失的生平，

可參考陳楠，《明代大慈法王研究》。大慈法王、噶瑪巴大寶法王和薩迦派的大乘法王合稱為三

大法王，外加五大地方法王闡化王、護教王、贊善王、輔教王和闡教王，合稱明代西藏的八大

法王。關於明代八大法王在中國史料中的相關記載，則可參考佐藤長，〈明代チベットの八

大教王について（上）〉，頁 295-314；佐藤長，〈明代チベットの八大教王について（中）〉，頁

203-225；佐藤長，〈明代チベットの八大敎王について（下），頁 488-503，上述三篇日文文

獻。從經濟方面來看，哲蚌寺與色拉寺都是接受闡化王屬下官員資助而建成的，足見法王對於

教育事業的重視，參見王森，《西藏佛教發展史略》，頁 180。 
43  Shunzo Onoda, Monastic Debate in Tibet: A Study of the History and the Structures of Bsdus Grwa 

Logic,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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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下，這套教育制度很快傳遍格魯派的各大寺院，因明學的研習與傳承得到了

前所未有的發展，成為西藏佛教寺院教育的重要內涵，深深影響此後藏傳因明的

發展，44這也奠定了格魯派在藏傳佛教在日後不可動搖的地位。45 

 

四、1959年中共入藏後寺院教育的特性 

隨著中國解放軍進入西藏後，藏傳佛教的寺院教育制度在二十世紀後半受

到了嚴重的挑戰，重要的佛寺及其教育制度遭到徹底摧毀。數千個寺院遭到拆

毀，其中的文物與圖書被掠奪或毀滅。在三大寺中，甘丹寺被砸得一乾二凈，而

色拉寺與哲蚌寺雖然都被破壞，但沒有被完全摧毀。46數以萬計的西藏僧人被迫

接受再教育，據稱在這樣的環境中有許多人死亡。47幸運的是，隨著中國宗教政

策逐漸鬆綁，以及達賴喇嘛與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的努力不懈下，今日的藏傳佛

教寺院教育在西藏本土及印度流亡地區都蓬勃發展。中國的宗教政策唯一的前

提就是以國家政策與黨意為依止，所有宗教的前提是愛國與守法。48以色拉寺為

例，在 1959 年中共入藏前，共聚集八千到一萬位僧人，是當時世界排名第二大

的寺院（第一大寺為哲蚌寺）。在 1959 年解放軍進入拉薩時，色拉寺被轟炸，寺

院許多廊廳樓閣、圖書館和僧眾寮房都被徹底摧毀，而所剩無幾的廢墟也在文化

大革命中被荒廢或掠奪。在私人捐贈的資助下，今天拉薩的色拉寺已經部分重

建，並居住將近五百位僧人。在此同時，一個「新的」色拉寺也在南印度的拜拉

庫比（Bylakuppe）被來自拉薩色拉寺的僧人們重建，有近二千位僧人。49隨著新

一代僧人的崛起，寺院教育制度受到了現代社會的影響，逐漸適應與改革，以符

合現代社會的需要。三大寺的僧人認為他們有義務重建一個改良式的寺院教育

與儀式型態。50 

中國學界將「舊西藏」形容為封建與落後的奴隸社會，而「新西藏」則是一

個富裕與現代且方便的社會，傳統的宗教習俗被批評為缺乏進步。51中共對藏傳

佛教的管理態度大致上可以分為七個階段：（一）1949-1958 年蜜月期、（二）1959-

1965 年爭吵期、（三）1966-1976 年文革期、（四）1977-1988 年和好期、（五）

1989-2007 年緊縮期、（六）2008-2018 年決裂期和（七）2019 年至今的嚴管期。

 
44  許春梅，〈藏傳辯經原則的形式化〉，頁 114。 
45  尕藏加，〈藏傳佛教寺院教育的發展及其特質〉，頁 16-17。 
46  茨仁唯色，《西藏記憶》，頁 283。 
47  Matthew Kapstein, “A Thorn in the Dragon’s Side,” pp. 238-239. 
48  José I. Cabezón, “State Control of Tibetan Buddhist Monastic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 669. 
49  Martin A. Mills, Identity, Ritual and State in Tibetan Buddhism: The Foundations of Authority in 

Gelukpa Monasticism, p. 336. 拉薩三大寺在南印度都再次重建，分別為在拜拉庫比重建的色拉

寺，以及在穆恩德戈德（Mundgod）重建的哲蚌寺與甘丹寺，其中哲蚌寺有超過四千位僧人，

而色拉寺有將近三千五百位僧人。見高松宏寶，〈現代チベット僧院における仏教教学の現状

——ゲルク派の教学をめぐって〉，頁 104-105。 
50 José I. Cabezón, “State Control of Tibetan Buddhist Monastic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 665. 
51 Ashild Kolas, “Modernizing Tibet: Contemporary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Modernity’,” p. 22. 



52第一階段是從 1949 年中國共產黨統一中國開始，當時西藏被認為是一個獨立

的國家，而且與美國、英國和許多鄰近國家都有外交來往。53此時北京政府採用

軟硬兼施的西藏政策：在 1950 年派軍進駐西藏東部，以展示中共有能力征服西

藏，並在為期二週的戰役後迫使西藏軍隊停火，同時邀請達賴喇嘛進行談判。在

沒有外援的情況下，西藏的代表在 1951 年據說被半強迫地簽訂〈十七條協議〉，

一方面需承認西藏隸屬於中共，但另一方面可以享有政治與經濟方面絕大部分

的自主權。54北京政府一開始很尊重藏人的宗教，也因此寺院的活動照舊，但這

情況卻在 1959 年拉薩暴動後中止。達賴喇嘛選擇出走西藏流亡印度，並譴責〈十

七條協議〉的正當性，到此為止蜜月期便結束了。55 

第二階段是 1959-1965 年的爭吵期，中共廢止先前簽訂的〈十七條協議〉，

正式將西藏納入管轄。在這個西藏社會經濟制度瓦解的時刻，寺院與僧人的經濟

來源也斷了，寺院生活環境迅速惡化――因為寺院被共產黨視為政權的威脅，除

了扎什倫布寺以外幾乎都被整肅。56許多著名寺院的領導者與僧人被關起來，剩

餘的僧人被遣返回家或送到別處；但個人的宗教信仰行為仍是被允許的，例如持

誦咒語、在家禮佛等。1962 年班禪喇嘛造訪他的出生地，對當地的景象大為震

驚，之後向中共提出一封〈七萬言書〉表達不滿，並因此坐牢九年，軟禁四年。
571965 年九月一日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僅有 180 萬藏人被歸屬在此，其餘散居

在康區與安多的藏人則被歸入其他省份中。58 

第三階段是 1966-1976 年，此階段受到文革的影響，以三大領主為首的四舊

思想都被批鬥（‘thab ‘dzing），而西藏甚至由於其特殊的語言、文化與觀點而遭

 
52 在廖本聖老師的建議下分為此七期，這分類更為精準，也感謝廖老師的指教。其中的第七期本

為「絕根期」，在黃奕彥老師的建議下改為「嚴管期」，在此也向黃老師致謝。 
53 關於西藏在國際法中的地位，請參考 Tibet’s Statu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2023.01.24，

https://info-buddhism.com/Tibet_Status_Under_International_Law.html。其中西藏從 1911 年至

1950 年都是以獨立國家的身份在運作，並認為〈十七條協議〉由於是在壓迫下簽署的，因此並

無法律效力。西藏獨立是根據西姆拉條約（Simla Convention），但國民政府並未在此條約簽名，

因此中共拒絕承認其效力。關於西姆拉條約的細節，請參考 Nirmal C. Sinha, “The Simla 

Convention of 1914: A Chinese Puzzle,” pp. 5-12. 
54 John Powers, 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p. 113-

118. 其正式名稱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關於西藏

與中國的整個談判過程，請參考 Tsering Shakp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the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有關〈十七條協議〉的細節，西藏方面的觀點可參考 DIIR, “The 17-

Point Agreement,” pp. 27-45. 論文中詳述西藏是如何被強勢的中共逼迫簽約。中國方面的觀點

則參考張雙智，〈和平解放西藏是黨的民族政策的勝利——紀念《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

議》簽訂 60 週年〉，頁 32-39。他強調新中國在剛成立時，就專門制定和平解放西藏和發展西

藏的政策，並且在 1951 年短短一個月內，便和平解放西藏。通常面對這種中國與西藏都各執

一詞的情況，最好了解雙方的觀點，再自己下定論。 
55 Melvyn C. Goldstein, 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Tibet: Religious Reviv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pp. 

6-9. 
56 這是由於班禪喇嘛選擇留在藏區，因此他的寺院札什倫布寺受到特別禮遇。 
57 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著，洪慧芳譯，《吃佛》，頁 78。 
58 John Powers, Introduction to Tibetan Buddhism, p. 206. 在康區與安多的藏人預估超過四百萬，並

被劃分入包括了青海省、四川省、甘肅省與雲南省。 

https://info-buddhism.com/Tibet_Status_Under_International_Law.html


受到更嚴重的打擊。59在 1966 年八月十九日的拉薩，有五萬人參加的遊行中，

文化大革命正式揭開序幕。60所有佛教與其他宗教的活動都被禁止、寺院被拆除、

上千部宗教經典和許多佛教雕像都被燒毀。61藏人受到極大的打擊。在這十年之

中，成千上萬的藏人被殺死，數百萬人受到身體或精神的凌虐，西藏的邊境也被

完全封鎖。62 

第四階段是 1977-1988 年和好期，在毛澤東（1893-1976）過世後、1978 年

第十一屆三中全會舉行之後開始，西藏的經濟基礎建設和生活水準開始提升，更

重要的是，以佛教為首的文化自主權也再次恢復了。雖然許多藏人害怕這只是暫

時的伎倆，但當他們體認到政策真的改變後，他們也迅速恢復所有的中共佛教活

動。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北京政府的宗教寬鬆政策，並於 1982 年十二月正

式修憲通過。和好期一直持續到天安門事件63前幾個月都看似風平浪靜，之前被

禁止的宗教儀式再次被允許，許多寺院也開始重建，僧尼再次被允許住在寺院，

且被認定為轉世喇嘛的人也被允許住進其前世的寺院中。64 

第五階段在 1989 年到 2007 年，北京政府轉為更鐵腕的管控。1989 年一月

十世班禪（1938-1989）對政府的西藏政策進行批評，幾天後他便圓寂了，享年

五十一歲，而他的死因至今不詳。當年的三月就開始一系列的抗議活動，但在時

任西藏黨委書記的胡錦濤（1942-）的主導下，北京政府採取鐵腕的鎮壓手段來

平息這場風暴。自 1991 年開始中共再次嚴加控制宗教活動，於 2005 年實施〈宗

教事務條例〉，並於 2018 年通過修正案。65中共在 1996 年開始在西藏實施「愛

國教育主義」（patriotic education system），並於 1998 年開始實施「無神論主義」

（atheism campaign）。66第六階段是 2008-2018 年，在 2008 年與 2012 年都發生

了藏人的抗爭活動，而相關政策持續緊縮。第七階段嚴管期從 2019 年開始，北

京政府對藏人的宗教控管更趨嚴格，政治控管更有效率，更注重經濟上的改善，

 
59 茨仁唯色，《殺劫》，臺北：大塊文化，2016 年，頁 16。「三大領主」是中共給傳統西藏的政府

（噶廈）、寺院、貴族及莊園主的專有名詞，俗稱「牛鬼蛇神」。針對舊西藏是否是「封建農奴

制」？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也有回應：舊西藏是「封建農奴制」嗎？2022.12.17，

https://www.tibet.org.tw/news_ndetail.php?id=9653&type=T2。「四舊」指的是舊思想、舊文化、舊

風俗、舊習慣。毛澤東認為破舊才能立新，而「四新」正好就是四舊的相反，也就是新思想、

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 
60 茨仁唯色，《殺劫》，頁 26；John Powers, Introduction to Tibetan Buddhism, p. 208. 
61 John Powers, Introduction to Tibetan Buddhism, p. 208. 茨仁唯色，《殺劫》，頁 162-163。在這段

期間，帕廓街被更名為「立新大街」，而羅布林卡也變成「人民公園」，但所幸這些地名在文革

後都恢復原來的名字。 
62 Sherab Gyatso, “Of Monks and Monasteries,” p. 215. 
63  廣義上指 1989 年四月中旬開始悼念胡耀邦，由中國大學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起，持續近二

個月的示威活動。狹義上則指同年六月四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及武裝警察部隊在北京市天安門

廣場的武力清場行動。 
64  Ashild Kolas, “‘Class’ in Tibet: Creating Social Order Before and During the Mao Era,” pp. 195-196. 
65 Jane E. Caple, Morality and Monastic Revival in Post-Mao Tibe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9, p. 4. 〈 宗 教 事 務 條 例 〉 條 文 內 容 參 見 ： 2023.05.20 ， http:// 

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5/content_63293.htm。 
66 Ashild Kolas, “Modernizing Tibet: Contemporary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Modernity,’” p. 34, 

note 11. 

https://www.tibet.org.tw/news_ndetail.php?id=9653&type=T2


但也更嚴加控管藏族與藏獨活動。67 

（一）中共入藏後的宗教政策 

根據 1954 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6 條指出：「中華人民共和

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此時並沒有禁止宗教活動，但卻嚴禁迷信行為，例如

算命、巫術、占星術、驅魔、占卜、看面相等活動。更重要的是，宗教自由不能

逾越或威脅到政治領域，更不容許有人假藉宗教之名義進行反革命運動。除了上

述的例外，宗教活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前都能夠正常舉行。1965 年九月一

日，西藏自治區成立，成為中國最晚成立的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北京政府也終

於完全取得西藏政權。68文革開始後，所有的宗教活動都被禁止，僧人被迫免職

或還俗，宗教建築和設備都被拆除。藏人須穿漢式服裝，每家至少懸掛一幅毛澤

東像，不然就會被逮捕並進行批鬥。69根據統計，西藏自治區原本有二千七百一

十三座寺院，僅剩下八座。70宗教在西藏幾乎徹底消失了。直到 1978 年鄧小平

（1904-1997）掌權後，藏人開始復興藏傳佛教，並糾正冤、假、錯案。71相較於

1959 年前的狀況，僧尼人數從十一萬人減到四萬多人，寺廟數量也從二千七百

多座減至一千七百多座寺廟。從 1990 年代開始，政府也採取相關措施，遏止一

度發生的宗教狂熱，使僧尼人數與寺院規模逐漸穩定。72 

（二）中共統治下的色拉寺 

1959 年三月十日，羅布林卡宮外面聚集了許多藏民，希望保護達賴喇嘛的

安危，他在十七日（邁入第二階段）離開西藏並流亡到印度。73中共從三月十九

日開始轟炸布達拉宮與羅布林卡宮，在同日凌晨二點開始轟炸色拉寺，並在二十

四小時內被持續轟炸近一百次，但所幸這些炸彈都落在寺院周邊，沒有造成傷

亡。早在數月前，西藏政府便開始配送英式步槍至色拉寺以備不時之需，後來由

於數量不夠，所以於三月二十日數百位僧人被派到拉薩去取回更多的槍枝——

但到拉薩後，他們被告知沒有槍，便又被派到布達拉宮去，留守在色拉寺的僧人

則開始誦經和舉行祈福儀式。即便他們到布達拉宮時受到大量攻擊，卻很少人受

傷，他們將此歸因於身上所披戴的防彈護身符（mtshon srung）。到布達拉宮後，

他們取得一些槍枝，但子彈卻很難取得；而在取得足夠的槍枝與子彈後，大部分

僧人回到色拉寺。由於受到迫擊砲攻擊，許多色拉寺僧人選擇逃跑以免受到波

及，其中三百位僧人成功逃亡到印度（除了幸運抵達印度的僧人外，也有許多人

 
67 例如中共對西藏的宗教管理趨於嚴格，2022.09.12，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30g3Vo。 
68 王章陵，〈中共西藏政策與西藏建設前景的觀察〉，中國邊政協會編《西藏學術會議論文集》，

頁 233、239。 
69 王章陵，〈中共西藏政策與西藏建設前景的觀察〉，頁 240。 
70 茨仁唯色，《殺劫》，頁 23。僅剩八座應為正常運作的寺院，而非指寺院總數。 
71 Melvyn C. Goldstein, 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Tibet: Religious Reviv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pp. 

2-4；王章陵，〈中共西藏政策與西藏建設前景的觀察〉，頁 242。 
72 達寶次仁，〈民主改革與西藏宗教變遷〉，頁 12。 
73 José I. Cabezón and Penpa Dorjee, Sera Monastery, p. 419.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30g3Vo


在逃亡途中喪命或被解放軍逮捕）。74拉薩歷經三月十日的轟炸後，色拉寺被中

國解放軍佔領，而他們把高階僧人與一般僧人分開。之後，低階管理人員與參與

抗爭的僧人也被歸入高階僧人中。沒有參與抗爭的普通僧人被安置在色拉寺的

講堂中，直到十天後才被允許回到自己的寮房中。寺院中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被運

走，而所有的食物則被沒收並鎖了起來。色拉寺的東、西門都被上鎖，而正門也

只允許有配戴許可證的人進出。75 

由於色拉寺有僧人參與 1959 年三月十日的拉薩事件，因此整個寺院都被視

為叛亂份子，而所有的農田、牧地和動物都被沒收。據色拉寺的僧人回憶：在那

時，高階僧人聚集在色拉傑的講堂，有幾天都沒有任何東西吃，最後他們被迫連

供水（yon chab）與朵瑪（gtor ma）都吃掉。幾天後，他們才終於有糌粑和水可

以食用，再經過一週，便被人帶到院子去聽他們的罪名。然後，總共有八百名僧

人列隊走到拉薩，到四月時色拉寺只剩下一千多位僧人，寺院的教育機構也理所

當然地停止運作。取而代之的是共產主義的課程，教導他們三大領主是如何壓迫

與剝削他們，而中共又如何解放他們。在課程結束後，他們要一起譴責過去的領

導們，晚上他們會安排在大講堂看宣傳影片。這類教育維持了四個月，之後他們

被分配做各種工作；在此同時，高階僧人從監獄中被帶回寺院接受指控與批鬥。

由於共產黨視僧人為對社會沒有貢獻的社會寄生蟲，僧人被鼓勵還俗並結婚，因

此僧人的數量越來越少。許多僧人因為沒有辦法繼續接受教育後就回歸故鄉，有

些人回家後仍然堅守佛教出家戒律、持續修行，也有人回家後結婚生子。在這幾

年間大約有二十位僧人自盡身亡。76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即第三階段），西藏的佛教受到許多的攻擊，連大昭寺

與小昭寺也遭受破壞。色拉寺因為屬於文化遺跡而倖免於難，但是寺內許多輕便

的圖像與藝術品被摧毀或被運走，寺內圖書館中所有的書籍，以及許多印刷用的

經板都被摧毀。1967 年軍隊進駐到色拉寺，他們禁止僧人進入大講堂，直到 1979

年軍隊才被撤走。在這段期間，留守在色拉寺的數百位僧人經常被迫進行激烈的

批鬥，因此陸續有僧人離開色拉寺，到文革結束時僅有一百位老僧人留在寺院

內，但所有的宗教活動都被禁止，只有少數僧人私下繼續修行。達賴喇嘛與班禪

喇嘛被官方認為是罪人，但對許多藏人來說，要譴責達賴與班禪是非常困難的，

可是在各方壓力下不得不如此做，否則可能會被逮捕甚至槍斃。77 

隨著毛澤東的過世與鄧小平的崛起（即第四階段），曾任中國共產黨主席和

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胡耀邦（1915-1989）於 1980 年五月造訪拉薩並承認過去中

共所犯的錯誤，並保證會進行改革。因此 1980 年代初期，在北京政府的資助下，

僧人們再次回到寺院，開始重修快要倒塌的建築，並且重新開放寺院的觀光，色

 
74 José I. Cabezón and Penpa Dorjee, Sera Monastery, pp. 420-421. 
75 José I. Cabezón and Penpa Dorjee, Sera Monastery, p. 424. 
76 José I. Cabezón and Penpa Dorjee, Sera Monastery, pp. 425-429. 
77 José I. Cabezón and Penpa Dorjee, Sera Monastery, pp. 434-438. 



拉寺也成為拉薩最重要的觀光景點之一。1982 年，隨著班禪喇嘛被釋放，寺院

再次開始剃度僧人，沙彌們也開始進入色拉寺。色拉寺在 1982 年就剃度了三十

七位僧人，之後每年大約剃度二十人。政府為了約束寺院的僧人數量，將僧人數

量的上限設在原來的 10%：例如色拉寺的僧人傳統上有 5,500 人，此時的人數就

規定就設在 550 人。在開放的前幾年，寺院裡的僧人只能在每月的 8 號、15 號

與 30 號聚集在一起討論經義，其他時間所有的僧人都要出外工作。1982 年色拉

寺僧人懇求恢復傳統的寺院教育體制，最後也被允許――這是因為許多年輕的

西藏僧人為了接受正統寺院教育而陸續出走至印度，中共政府為了防止這樣的

趨勢持續下去，甚至擴大影響，決定重新恢復傳統的寺院教育制度。78 

1982 年十一月色拉寺重啟傳統的寺院教育：一開始只有二班，每班 18 位學

生。他們白天需要勞動、晚上上課，從 1983 年開始晚上的辯經課程。僧人越來

越自由，在家人也開始捐獻，使寺院有錢修復大樓並擴增其教育課程。要恢復教

育課程並非易事：首先老師非常難請，課本也不容易取得。79由於學生數量不多，

色拉寺決定採用色拉傑的課本，而非傳統的課本，二個學院的學生也會一起辯

經。雖然他們再也無法回到 1959 年前的狀態，但是僧人們非常珍惜能接受教育

的機會，也盡可能在克難的環境中努力學習。80 

 

五、結論 

寺院教育在藏傳佛教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並曾是整個西藏社會的文化

教育及藝術發展的傳承之處。藏傳佛教的教育制度一向圍繞著寺院，在寺院以外

很難接受到教育。這一制度源自印度的佛教大學，在西藏則始於第一所寺院桑耶

寺，後來到桑浦寺時更趨完整，最後在格魯三大寺發揚光大。西藏佛教各教派發

展出適合自己的教育模式，而格魯派則在宗喀巴的領導下推行嚴守戒律，並建立

一套顯密相容且循序漸進的教育體制。在建立三大寺後，宗喀巴及其弟子在因明

學的基礎下發展出的教育制度很快傳遍格魯所有寺院，也奠定格魯派在藏傳佛

教不可動搖的地位。 

傳統西藏是圍繞著佛教運轉的社會形態，也是世界上唯一政教合一的社會，

從十世紀以來，藏傳佛教主宰整個西藏，開創出獨特的文化與價值。過度重視寺

院教育的結果，使得大部分人都未接受教育，宗教似乎形成某種現代化的阻礙。

西藏的寺院教育也較封閉，並採取教條式教育，缺乏創新與外界接觸；高層喇嘛

擁有大量的屬民與土地，因此被中共認定是西藏三大領主之一，並透過經濟、政

治、文化等方面來控制人們。 

 
78 José I. Cabezón and Penpa Dorjee, Sera Monastery, pp. 438-441. 
79 師資的缺乏是由於宗教被禁止將近二十年所造成，而這也使得有近二十年沒有訓練新的老師。

1959 年前所訓練的老師年事已大，不然就是逃亡至國外或死去。課本的缺乏則是由於傳統書

籍與印經板在文革時候被摧毀所致。José I. Cabezón and Penpa Dorjee, Sera Monastery, p. 441. 
80 José I. Cabezón and Penpa Dorjee, Sera Monastery, pp. 441-442. 



中共入藏前的寺院教育是以格魯派的發展為主要考量，並且透過學習五大

論來宣揚其佛法概念；在中共入藏後一切是以中國共產黨為主，因此宗教不再是

社會的重心。雖然在西藏宗教退居政治之後，但是仍然在西藏社會中佔據相當重

要的地位。藏傳佛教的寺院教育在二十世紀後半受到嚴重的挑戰，隨著解放軍進

入西藏，許多佛寺都遭到徹底摧毀，文物與圖書被掠奪或摧毀。僧人們接受再教

育，也有許多人因此死亡。甘丹寺遭到全毀，而色拉寺與哲蚌寺也遭到破壞。幸

運的是，三大寺皆已原址復建，而流亡政府也在印度南部重建了新的三大寺。中

共對藏傳佛教的政策分為七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1949 年中共剛取得政權時，據

說在 1951 年對達賴喇嘛的代表團在半強迫下簽訂〈十七條協議〉，一方面承認

西藏屬於中共，另一方面卻享有大部分政治與經濟的自主權。一開始中共很尊重

藏人的宗教，但在 1959 年拉薩暴動後便取得西藏的政權，而達賴喇嘛選擇流亡

到印度，並譴責〈十七條協議〉的正當性。第二階段是中共廢止之前簽訂的〈十

七條協議〉，並將西藏正式納入其管轄中。寺院生活環境惡化，雖然祭祀與法會

持續進行，但寺院卻死氣沉沉。1965 年西藏自治區成立，而藏人僅有 180 萬人

在內，其餘的藏人被歸到其他省份去。第三階段以三大領主為首的四舊思想都被

批鬥，所有佛教與其他宗教的活動都被禁止，許多人也被殺死、遭到身體或精神

的凌虐。第四階段在 1978 年開始，西藏的經濟基礎建設和生活水平開始提升，

以佛教為主的文化自主權也逐漸恢復。1982 年十二月透過修憲正式開始了宗教

寬鬆政策。第五階段轉為更鐵腕的管控，這主要由於班禪喇嘛突然死亡所致。第

六階段時期因為發生了二次抗爭活動，使得政策持續緊縮。第七階段自 2019 年

為嚴管期，藏人已逐漸漢化，而西藏文化也逐漸邊緣化。目前藏區的漢族人口已

經超過藏族人口，而西藏文化逐漸淪落為吸引觀光客的賣點。 

本文主要針對拉薩三大寺中的色拉寺這座寺院，在 1959 年之前的傳統寺院

教育，以及之後中共統治下的教育制度與目的進行比較與討論。中共在 1949-

1958 年間採取溫和的態度，並沒有強行推動社會改革，而傳統的寺院教育仍然

正常運轉。這一切在 1959 年達賴喇嘛流亡至印度後徹底改變。隨著 1966 年文

化大革命開始，無論是在家人或出家人，宗教活動都被禁止。色拉寺在 1967 年

到 1976 年間所有宗教活動都被禁止，直到 1982 年色拉寺重啟寺院教育，1983

年開始晚上的辯經，而後逐漸恢復寺院教育課程，甚至擴增課程。1978 年第十

一屆三中全會後，宗教活動再次被允許，寺院與佛堂也重新對外開放。1979 年

到 1980 年開始，僧人雖然仍要參與勞動，但個人宗教行為已被允許。1981 年哲

蚌寺的DMC決定恢復寺院生活，寺院也進行改革，將鐵棒喇嘛與莊園制度取消。

1996 年政府提出愛國教育，將不愛國的僧人驅逐出寺院或關進監牢。在 2008 年

哲蚌寺與色拉寺有一千兩百位僧人被驅逐。 

在 1959 年後，中共對藏傳佛教的政策可分為七個階段，1978 年後西藏的宗

教活動在適度的控管下逐漸恢復，在不逾越敏感的西藏獨立與達賴喇嘛的前提

下，一般的宗教活動都可以正常舉行，寺院人數維持在 1959 年之前人數的 10%



左右。在教育制度方面，寺院不再認為「數大就是美」，轉而開始重視「質」的

發展。本文並未進一步藉由田野調查與訪談來取得一手研究資料，實屬可惜，也

期望未來學者可填補此空缺並取得更完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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